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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内女外：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原因、

类型与后果

——基于晋南符册村的调查

刘小峰 李 红

摘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村“留守丈夫”的身影在学术界长期缺场。本文晋南符册村的案例研

究试图呈现当前农村“留守丈夫”的留守类型和家庭处境，并揭示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社会结构变迁。

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夫妻外出还是留守的问题，取决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生计两性分工的比较优

势及其家庭发展模式。农村“留守丈夫”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夫守妇出”，这一家庭发展模式建立在“市

场——家庭——个体”三个维度互动的基础上，由此可以将“留守丈夫”群体类型学分为城市市场挤

压型、故乡生计吸纳型与家庭发展周期型。强势面具下的“留守丈夫”受到故土情怀、子女教育、家

庭养老的慰藉和羁绊，而长期夫妇分离极易引发婚姻破裂和亲子关系失衡。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将会出现一股农村“留守丈夫”家庭的亚文化，而对当前中国农村留守问题的学术审视需要回归到“家

庭”的整体性视野，从中寻找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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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差别是生物事实。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两性分工只是社会利用差别所安排出来的分工体系，

并不完全是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而引起他们所能做的工作的不同（费孝通，1998）。

一、问题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主要沿着两条

轨迹发展：一是中上层农民纷纷买房进城，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2018年农民工

本文研究受到江西师范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2019年江西师范大学第二批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课题“乡

村振兴战略下自然村理事会的实践路径与自治能力研究”以及 2019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自然村理事会的

实践机制与自治能力研究》（编号：19SH15）的资助。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修订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李红。



男内女外：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原因、类型与后果

- 2 -

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自 2014年至 2018年逐年增加，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 28836万人，

比上年增加 184万人，增长 0.6%。其中，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 11570万人，比上年增加

103万人，增长 0.9%①
。同时，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女性离乡外出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

2018年，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 65.2%，女性占 34.8%，女性占比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报告

将农民工分成两类：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 30.8%②
。已婚女性外出务

工，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丈夫可能驻扎在家乡这个大本营，作为家里顶梁柱的他们，照顾着家里的

老人和孩子，如此，外出谋生“闯事业”不再仅仅是男性的专属
③
。同时，大量妇女的外出，使得“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两性分工模式被打破。农村已婚男性开始留守家庭成为“留守丈夫”，这是急剧

社会变迁过程中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也是当前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两性社会分工变革的产物。

农村“留守丈夫”通常是指妻子外出（一般在半年以上）后单独或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在农

村户籍地的男性。例如，周福林（2006）认为由于人口流动造成夫妻在一定时期分开居住，独自留守

在家的女性成员被称为“留守妻子”，独自留守在家的男性成员被称为“留守丈夫”。当前农民城市化

和农村市场化浪潮不断改变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农村里的“留守丈夫”也受到了少部分学者关注。

他们阐述了农村“留守丈夫”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生活艰辛，夫妻异地的性压抑，以及“男守女出”分

工方式对农村女性地位、两性家庭关系的影响和男性留守对家庭经济收益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黄行

福、吴东俊，2003；仰和芝、张德乾，2006；马李娜，2011）。此外，部分新闻媒体片面报道渲染了农

村“留守男人”或“留守丈夫”的生活处境和感情纠葛。例如，四川新闻网报道，妻子外出打工，多病的

丈夫留守在家过了 6年牛郎织女般的生活，难耐寂寞的他竟然和一名失足女发生感情，用 6万字的出

轨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让他忐忑矛盾却又不可自拔的情感历程
④
。

总体而言，当前农村“留守丈夫”的关注呈现学术缺场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农村“留守丈夫”

群体出现相对较晚，即使早期零星出现但并没有形成规模；同时，由于既往农村留守问题研究聚焦于

传统“三留”人群：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叶敬忠，2019），这使得社会大众和当前学术界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2019年 4月 29日。

②
同上。

③
农村已婚女性外出的背后并非就是丈夫留守，还有一种可能是夫妻双方外出。笔者田野观察，今日中国农村夫妻共同

外出仍然占据主要类型；其次，夫妻共同留守、“留守妇女”和“留守丈夫”三者类型并存。其共同的关键逻辑是，在

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吸纳或抽走了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西部农村如今广泛遍布的

空心化村庄，留守儿童锐减，农民进城。一言以蔽之，目前农村“夫守妇出”的“留守丈夫”群体在全国的统计情况暂

时并不明晰，尽管比例轻微，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庞大流动人口基数这一问题仍然不容小觑。此外，“留守丈夫”群体在

南北中国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会存在区域差异。

④四川新闻网：“留守 6年无性生活 达州丈夫恋上失足女写6万字<出轨日记>”，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2/

05/29/013535359.shtml，2012年 5月 29日。另外，中国妇女报 2014年 10月 28日报道“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在西方

初现曙光，而且还有渐成新潮之势；世界新闻报 2010年1月28日提到美国有 15.8万名当了父亲但不工作的“家庭主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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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守丈夫”印象甚少。他们的权利发声、生活处境以及情感历程，相关的经验探索处于忽视状态

——笔者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以“留守丈夫”为篇名或关键词搜索到的重要文献极少。二是受中国传

统父权文化影响，作为“（大）丈夫”的男人，自古以来被冠以“铁汉子”“家庭的顶梁柱”“国家建设

的主力军”等称谓，始终带着“强势群体”的面具。吊诡的是，在“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惯习中，这

个“强势群体”获得的关注却更少了，甚至几乎被忽视。

一言以蔽之，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作为一个“事业社群”，“男女有别”（费孝通，1998），由此家

庭生计
①
形成了“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性别分工格局，其社

会基础是人们对于儒家“男外女内”文化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刘爱玉，2019）。这种家庭生计模式是社

会给定一成不变的吗？倘若家庭两性分工颠倒会给当前中国家庭发展产生何种后果呢？本文试图通过

晋南村庄的案例研究呈现两性分工“夫守妇出”的生成原因和类型，洞察背后的社会机制，希望唤起

社会公众和学术界对农村“留守丈夫”群体的积极关注；同时，通过农村“留守丈夫”的故事拓展当

代中国家庭研究的整体性学术视野。村庄研究的旨趣在于见微知著，通过微观生活处境的“深描”借

助理论的穿透力和时空拓展逐渐移步到宏观结构，从地方的民族志叙事中勾连民族国家和社会结构的

历史转型。

二、外出还是留守：中国农村家庭生计的两性分工与留守身影

改革开放 40年中，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走向机警而审慎。机警是指在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中中

国农村劳动力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乡城流动，“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主

流的解释是，城市化建设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形成了推拉效应，使得广大农

村地区普遍形成了一种家庭拆分型的劳动力迁移模式，这种劳动力的分离和流动是为了实现家庭收入

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叶敬忠，2019）。审慎是由于当前

农民的进城理想通常需要渐进性实现家庭整体迁移，很长一段时期只能将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

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从而造成一种分离家户的生计模式，并形成了中国农村典型的“386199”现

象（杜鹏，2004）。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的留守人口观察也持相当审慎的态度。一是农村留守人口

现象尽管萌生于 20世纪 90年代初，但是直到 21 世纪初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二是事实上存在

的农村“留守丈夫”故事长期学术缺场，这是本文的田野议题所在。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南唐乡符册村（行政村）的留守人口故事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紧

密相连。符册村位于晋南地区，距离县城约 5公里，全村总人口为 3318人，798户，分成九个生产小

组，其中女性 1594人，男性 1724人，户均 4.2人，共有耕地 5268亩，户均 6.6亩②
。该村经济收入

的主要来源为打工和种植农田，20世纪 90年代初符册村青壮年劳动力就开始大规模外出打工，当前

①
本文中“家庭生计”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存之意，主要是指家庭成员生存的物质需要，侧重经济收入；二是发展之意，

不仅包括规范家庭成员的人际互动和情感关系，还包括家庭成员的人生发展。

②
数据来源于符册村村主任告知，他曾任该村支部书记后改选为村委会主任，前后任职长达15年，对村情非常了解。下同。



男内女外：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原因、类型与后果

- 4 -

外出务工人数约 1400人，农田种植则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田野观察，当前符册村的农民家庭生计形

态主要分为四类：丈夫单独外出务工的留守妇女型家庭（约占 60%）、夫妻双方都外出的打工型家庭

（主要是年轻夫妇，约占 5%）、夫妻双方均留守农村型家庭（主要是年老夫妇，约占 10%）、妻子单

独外出务工的留守丈夫型家庭（约占 20%）。符册村田野吸引笔者的地方在于，近年随着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以及服务行业的兴起，该村外出务工人群发生变化，留守在家的已婚男性不断增多。笔者于 2018

年 9月～2019年 2月在符册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针对“留守丈夫”共发放问卷 120份，回

收 120份，回收率为 100%；其中有效问卷为 112份，有效率为 93.33%。同时本研究选取了 15位农村

“留守丈夫”代表进行深入访谈并做了记录，获取了详实的一手材料
①
。

第一，农村“留守丈夫”的年龄结构。问卷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的年龄分布：25周岁

及以下为 0人，26～35周岁为 18人，36～45周岁为 27人，46～55周岁为 52人，56周岁及以上为

15人，共计 112人。由此可见，在符册村“留守丈夫”46～55周岁最多，占比 46%，这一年龄段的

农民将进入老年，身体素质的下降使其不再满足城市用工需求，同时，他们的儿女大多已成家立业，

且父母年老需要照顾。因此，他们会选择留在家里种地或者就近打工。田野观察发现，36～45周岁的

“留守丈夫”占比 24%，其留守原因主要是自身健康问题不得不让妻子单独外出务工贴补家用；或孩

子在为高考奋战，妻子选择在省城陪读，自己留在家打理一切；或为村里的养猪户，田野调查开展的

前两年养猪行业不景气，丈夫也不愿出去打工，于是让妻子外出，这是符册村的特殊情况，本村有生

猪交易市场，养殖户约 100户。26～35周岁的年轻“留守丈夫”占比 16%，主要是妻子受过高等教育

或有技术之长，结婚后不愿意留在农村，跟随亲友等在外务工或经商。56周岁及以上的“留守丈夫”

占比 14%，主要是因为孩子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老伴跟随孩子到城市照看孙辈。

第二，农村“留守丈夫”的家庭结构特征。问卷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中 17.9%的

家庭有 1个孩子，73.2%的家庭有 2个孩子，7.1%的家庭有 3个孩子，1.8%的家庭有 4个及以上孩子。

同时，符册村 50%的“留守丈夫”家庭有两位老人，26.8%的“留守丈夫”家庭有一位老人，家中已

没有老人的家庭占 23.2%。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卫生医疗水平提高和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

的寿命大大提高
②
，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需要在家赡养照顾老人的占比 76.8%。简言之，农村“留

守丈夫”家庭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家里下有儿女需要陪伴，上有老人可能需要照顾，这也是家庭中必

须有人留守的主要原因。同时，问卷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的妻子外出时间都不是很长，“留

守丈夫”留守的时间刚刚半年的占比 24.1%，留守时间集中在 1～2年的占比 51.8%，2～3年的占比

17%，而留守时间 3年以上的仅为 7.1%。由此可见，该村“留守丈夫”现象是近两三年才集中出现的，

而且增长速度很快。

①
笔者在符册村做了120份调查问卷，依据是该村村主任的经验判断抽样，即该村约有120户“留守丈夫”家庭。同时，

该村的孤寡家庭、光棍家庭等约占5%。遵循学术惯例，文中人名进行了技术处理。

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6年

的76.5岁提高到7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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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在当前农民城市化、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男性究竟是留守还是外出，取决于核心家

庭生计基础上的两性分工合作策略。诚然，传统中国夫妇之间基于生理和社会分工差异，形成了通常

人们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费孝通（1998）曾观察到，“男女分工虽则并不一定根据他们的生理

上的特质，有时却可以分得很严，甚至于互不侵犯。我们乡下就有一种谚语说：‘男做女工，一世无功’。

分工的用处并不只视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甚至还带一些宗教的意味。就是

那些不必要特别训练的工作，好像扫地、生火、洗衣、煮菜，若是社会上认为是男人不该动手的，没

有人替他们做时，他们甚至会认为挨饿倒可以，要他们操作却不成。”费孝通所谓“男外女内”的传统

两性分工模式，不仅仅是依据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社会秩序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

出来的分工模式，以此维系和巩固传统中国父权文化和“男女有别”
①
。事实上，这种基于生理和心理

差异上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今天家庭夫妇关系格局的变动仍然具有解释力。即：当代农村

市场化进程中，夫妻双方的去留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劳动优势和生活机会进行比较做出家庭理性决策
②
。

新家庭经济学常用比较优势理论将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分工解释为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在新家

庭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家庭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基于性别差异，女性通常在家务劳动和生

活照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男性则在市场劳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现实是个体

理性选择的结果，以此实现家庭整体收益的最大化（郑加梅、卿石松，2014）。现代女权主义者则对此

表示质疑和不满，她们强调两性的分工是社会性别建构的产物，特别是父（男）权文化的彰显，因为

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形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王玮玲，2016）。

现代女权主义学说的解释力在于，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女性崛起、两性关系日渐平等化，大量

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然而，农村打工经济并未彻底改变“男外女内”的传统家庭夫妇关系面貌，留

守妇女仍要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家务劳动，甚至农村里的家务劳动被贴上了女性标签。以符册村为

例，比较上看，“留守妇女”家庭比例约占 60%。可是近年来符册村日渐萌生了一种“留守丈夫”的

家庭形态，颠覆了传统两性分工模式，当前约占 20%。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当地乡村“留守丈夫”

家庭并不占主流；另一方面，该地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自发涌现了一股“留守丈夫”家庭的亚文化。

与此同时，相伴随的家庭劳动分工变动还有妻子逐渐外出务工或经商，越来越多的“留守丈夫”从事

家庭照顾和家务劳动。这表明，家庭内部夫妇的劳动分工角色并非是社会秩序固化的，一直处于积极

适应和变动之中，当家庭生计环境面临内外情境的剧烈挑战时，夫妇双方将会适时重新根据各自的比

较优势和生活机会建立新的家庭两性合作模式。换言之，新家庭经济学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更能

解释当前农村两性分工模式的变迁和适应。即：中国农村家庭的两性分工模式是自发或被动地适应打

工经济转型和家庭生计发展模式的，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微观基础。

①
比较上看，费孝通（1998）关于中国社会两性分工和家庭制度的建构，更偏重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和落脚。他认为，

“‘种族需要绵续’是发生生育制度的基础”，“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

②
中国农村家庭生计的两性分工不仅是劳动分工（工作机会），还包含生活机会的安排——如下文家庭发展周期型“留守

丈夫”很多案例都体现了生活机会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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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守妇出：家庭生计视角下的农村“留守丈夫”类型

综上，中国农村家庭的丈夫到底是外出还是留守，取决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生计两性分工的

比较优势及其家庭发展模式。这一家庭发展模式建立在市场需要、家庭特质与个人能力三个维度互动

之中。笔者发现，符册村丈夫独自留守的原因是多样的，因病、因残、因老，因子女教育羁绊，因劳

动力市场排斥，因主动返乡创业等，其留守共性均在于变迁社会中“国——家——个体”三者之间的

互动和选择。根据类型学，笔者按照农村“夫守妇出”的主要动因将“留守丈夫”群体划分为城市市

场挤压型、故乡生计吸纳型与家庭发展周期型。

（一）城市市场挤压型“留守丈夫”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2013～2018年五年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4573.8

万人，而第一产业减少就业人数近 2532万人
①
。同时，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下降为 7.2%，第三产业增加值则上升至 52.2% ②
。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分布和就业人员正逐步

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旅游、社区服务等。

近年来符册村邻近的京津冀大都市圈家政行业兴起，女性从事保姆、月嫂、医务护工和养老护工等工

作有先天优势，并且工资待遇相对较高，许多农村家庭为了使家庭收入最大化，女性外出务工成为一

种优先的选择。而男性留守家中耕田种地（家庭田亩面积较大时）比女性更适合，还能避免婆媳关系

造成的家庭关系不畅等问题。调查发现，符册村女性大部分是去北京务工，因为同一工种北京薪酬水

平较高。比如，“来太原一个保洁也就 1800元的工资，北京却可以拿到 3000元左右。太原一个保姆

平均工资在 2200元，北京则最低标准为 3500元”。
③
据了解，二队刘某的媳妇一个月可以挣到 6000

元，她在北京一户人家照料一个七旬 “植物人”，顺便给家中另外一个身体健康的七旬老人做饭。

访谈三队李某（53岁）时，笔者问道：“为什么要让我姨出门打工您留在家里呀？是您不愿意出

门吗？”他叹了口气：“不是我不愿意出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现在工厂都愿意用年轻人，我这年

龄大了，干活也没有年轻人利索，还没啥（没有）技术，没啥文化，到了城里也找不到一个好干的工

作，娃他妈就不一样了！现在城里的人都很忙，每天要上班，都没时间照顾娃，稍微富裕点的只好找

保姆了。在别人家里干保姆，也就是看看孩子、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这些娃他妈在家里也都做过，

也不要什么技术，主要是不累，又不用租房，吃住都管，一个月还能拿五六千的工资！纯落（挣）呀！”

（2018年 10月 1日访谈）

符册村男性村民外出务工主要从事重体力活，劳动强度大，工资也较低，他们集中在建筑业、煤

矿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近年来中国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控，造成很多污染严重的工厂关闭，尤其是

①
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402&sj=2017。

②
五年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不大，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2月28日。

③
来源于符册村田野访谈，下同。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402&sj=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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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煤矿、陶瓷等行业。“城市里的许多基建工地，因为受到环保的监管暂停开工；还有一些小工厂

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没能跟上市场形势纷纷倒闭”。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和这些企业的关闭，

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于是，当前农村可以看到大量闲散的“留守丈夫”，并不是他们不想出去，而是

外出就业困难。

“我原来在洪洞县的煤矿上班，一直是干开采的活，对技能也没啥要求。前年国家开始严查环保，

把我们的矿停了，到现在也没再开工，好在每个月矿上还让领点补贴。我也没啥其它技术，又是小学

文化，年龄也大了，就没有再出去找工作。娃也都在省城上班了，娃他妈之前一直在老家呆的，没见

过什么世面，孩子叫她去大城市转转，顺便在跟前酒店当服务员，一个月也能挣个三千多。”（四队的

王某某，50岁，2018年 10月 2日访谈）

职业技能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机械化技术的成熟，中国劳动

密集型行业在不断转型。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企业的流水线工人被智能机器人替代；另外一些工作则

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有学历与年龄的限制。于是，教育水平低、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村男性“就业无

门”，只能守候在家。应该指出的是，进入 21世纪，国家逐渐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实施了“求

学圆梦行动”、农村免费技能培训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调查显示，2017

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接受了农业或非农业技能培训
①
。

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就业渠道不再只能依靠劳动就业市场、职业中介、老

乡关系等传统路径，他们还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关注就业信息。但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

获取外出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仍然是熟人和亲戚等“强关系”链接（罗家德，2012），也有少部分依靠

当地劳务市场寻找外出就业机会。因此，智能手机等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并没有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带来太多帮助，在农民工眼里智能手机只是更加方便联系、丰富精神生活，他们对利用互联网找工作

则“不甚了解”。一些年轻农民工懂得使用互联网技术，却多用于娱乐游戏和人际联系，他们同样缺乏

利用互联网寻找就业机会的意识。这表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途径比较单一、落后，而当前市场

用工信息平台的不健全，又造成了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之间信息不通畅，容易出现“企业招工难，农民

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我之前一直在镇上的化工厂上班，每天朝九晚五按时上下班，后来查环保把厂子停了，我也就

在家歇下了。本来想去省城找个工作，也不认识啥人，也没看到招工信息，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去年隔壁老王家孩子在深圳富士康是个小组长，说是让我去那工作，结果去了因为血糖高体检没过，

听他们说就是去了厂里也会不停地加班，我身体也不行，怕是受不了呀。其它地方咱也不知道，没办

法，只能跟娃他妈商量，让她跟村里的王婶去北京打工了。”（九队曹某，55岁，2018年10月3日访谈）

（二）故乡生计吸纳型“留守丈夫”

农村发展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器。从 2005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 2014年的“精准扶贫战

①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2018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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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再到 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不断加强对“三农”问题的资源倾斜力度，因地制宜地发

展农业产业，拓展农民增收的途径。符册村在国家畜牧业发展政策和地方政府的产业振兴导向下，逐

步形成了晋南最大的生猪宰杀市场。养猪创收需要规模经营，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准备喂料、清

理、宰杀等，工作很辛苦，但比外出务工的收入高，于是很多男性选择留守家中养猪。但是，2016～

2018年当地生猪市场不景气，养猪大户的经济收益下降，随之饲养规模下降，有些家庭会选择让妻子

外出，丈夫在家照顾家庭
①
。

“我一直在村里养猪，每天早上 4点多就得起床去拉猪、送猪、杀猪，有时候一早上能杀四五头

猪，等把杀好的猪都送出去忙完也就中午了。家里也不缺钱，去年村里开展了一个农民技能提升的培

训班，媳妇高中毕业认识不少字，听人说去北京打工一个月七八千，她非要去，我每天忙完回来还得

自己做饭，觉得好累啊。”（三队养猪大户宋某，42岁，2018年 10月 9日访谈）

同时，这几年国家倡导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积极支持返乡农民创业致富，促使一批有见识

的中青年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符册村的王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当地政府和银行借贷的帮助下返

乡承包了符册村 100余亩土地建设大棚种植蔬菜。每到农忙，他雇请符册村留守闲散人员去施肥、浇

水、去苗等，待到蔬菜成熟季节，附近菜商前来收购，运往外地销售。2017年王某被县人民政府授予

“农民创业致富先进个人”光荣称号。接受访谈时王某说：“媳妇在外面打工比我挣得多，我这也没啥

本事，就想着回来承包点地种大棚，感觉比我出去挣得多，还能跟村里伙计们一起耍耍，挺好。”王某

每年能收入十几万元，他不仅给自己家庭带来了收益，还解决了部分当地留守人员的就业问题，可谓

是一举多得。

除了故乡的就业机会，最能扣动农村“留守丈夫”心弦的是故土的乡情。中老年农民工从小生长

在农村环境，对城市生活会产生不适应感；受“落叶归根”等祖荫观念长期浸染，他们中许多人只有

回到故乡才有“家”的感觉，因为无论异地风景多么漂亮，都是一种“漂泊”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们的这种信念越来越浓——故乡的田园风光和左邻右舍的“熟人社会”是人生旅程中最好的归

宿。中老年农民工的这种家乡观念决定了他们的打工需求具有现实性、阶段性。《2018年中国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增量比上年减少 297万人，总量增速比上年回落 1.1个百分点；在外出

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 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 204万人，下降 1.5%。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量减少的

原因之一是中老年农民工返乡。

“王大爷，我大娘去省城跟王哥享清福了，您怎么自己留在家啊？”笔者询问已过六旬的王大爷。

王大爷笑着说：“去过了，孩子结婚头两年在他那住了几个月，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家里的地都快荒了，

我得回家种地呢，你大娘喜欢城里，那就让她在那给孩子做做饭，没事还能出去逛逛公园。在孩子那

住的时候看见他们买个啥都是贵的，那白面一小袋都上百了，我这一年在家随便种点就够他们吃两年

的了，种的花生也给他们打（榨）成花生油带城里了。夏天我还种黄瓜、茄子、豆角给他们拿到城里

①
田野调查时间在 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前。追踪调查反映，2019年春节符册村当地市场的猪肉售卖价格跌到了5

元一斤，2020年春节的猪肉售卖价格则上涨到 27元一斤，2019年当地长期坚持饲养家猪的农户年底经济效益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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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可比在超市买的好多了。把地承包给别人吧，总是舍不得，总觉得没了土地就没了根。在城里，

也没有这左邻右舍的天天可以唠嗑、走动。”（五队王某，62岁，2018年 10月 15日访谈）

诚然，在中国语境家庭始终为个体行为提供伦理支撑和价值支持，家庭成员相互依存，为了家庭

更好的发展，成员之间往往会做出理性分工，通常是丈夫（男性）外出务工，妇女（女性）留守家中

生活照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许多农村家庭为追求

收益最大化，在两性分工的劳动优势比较上逐步开始尝试妻子外出务工，丈夫留守家乡——一般留守

男性会从事农忙务农、农闲短工的家庭生计。

“娃他妈外出打工主要是因为比我在外头挣得多。俺家五口人，7亩地给村里承包了修建大棚，

平时农活几乎没有，就偶尔周围附近帮一下短工。孩子也大了，娶个媳妇彩礼就得十几万，还得买车，

70岁的老人看病也得花钱，钱不够花啊。我去年出去找工作在北京当了一年保安，一年才收入两万多

点。今年村里好多女人都去北京打工了，一年下来能收入五六万，跟娃他妈商量了一下，为了赶紧挣

钱给我娃娶媳妇，只好让她出去打工了。”（四队马某某，45岁，2018年 10月 5日访谈）

（三）家庭发展周期型“留守丈夫”

家庭发展周期是指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变化过程，它反映了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循环运

动的周期规律。中国的家庭具有相当稳定、持久和连续性的生命发展周期。因为中国家庭的两性分工

尽管发生在夫妇之间，可是家庭发展的主轴却不在夫妇之间，而在父子之间，“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

群”，要完成社会的“新陈代谢”和祖荫之下的种族绵延（费孝通，1998）。也就是说，中国家庭的生

命周期包含从结婚、生育、抚养未成年子女，直到衰老和死亡，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任务

和需求，也有因家庭变故导致的阶段性人生任务，家庭成员要尽力承担各阶段对应的责任。这个意义

上，由家庭发展周期的阶段性任务导致的农村“留守丈夫”，主要是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因“老”“病”“残”导致的农村“留守丈夫”。当前，老年男性农民工在外务工多从事重度体

力劳动，长期超负荷劳动使他们的身体难以承受，常常还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就身缠疾病。绝大多数农

民工是“临时工”，一旦生病他们在城市就很容易丧失经济来源，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返乡看病、留守农

村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比较而言，农村中老年妇女一般勤俭、能干、心灵手巧，随着阅历不断

丰富，她们在城市可以找到保姆、月嫂、饭店服务员等社会服务工作，因此“农村的妇女就是年龄稍

微大点，在城里也还是可以挣到钱的”。符册村三队段某（42岁）是一名瓦工，手艺非常好，前些年

一直外出在建筑工地工作，去年他的左腿在一次施工事故中被掉下来的石板砸伤，休养一段时间后，

现在只能留在老家料理家务和种田，农闲时跟着农村施工队做一些低建筑的瓦工工作。而为了家庭生

计，其妻不得不外出务工，她在北京一家养老院当护工，一个月能收入四五千元。

“让我们家那口子出去干活也是没有办法，我这年龄越来越大，出去也找不到什么活啊。原来我

出去在包工队做工，现在身体不如从前了，我现在只能在家里干干农活，料理家务，庄稼地里没有活

时，我可以在附近打零工。哎，这不都为了生活嘛！”（九队李某，48岁，2018年 10月 9日访谈）

二是由于媳妇的家庭地位提高、婆媳关系矛盾导致的农村“留守丈夫”。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

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并由此派生出其它亲属关系。随着现代女权主义的发展，现在的农村公婆不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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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一样具有家长权威，婆媳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和矛盾，此种情况下，媳妇外出，于是在家待的时间

短、和公婆见面次数也少，时间长了矛盾慢慢淡化。

“媳妇是我高中同学，我们谈对象那会家里就不同意，最后父母拗不过才同意我俩的婚事，为此

媳妇和老妈一开始便心里有了疙瘩。刚生孩子那会，因为过满月一点小事她们都能吵起来。刚开始我

和媳妇一起外出打工，随着孩子上了小学，地里活也得干，我在镇上给人开车，收入不算多，好在能

经常回家，周末还能辅导孩子作业。去年和媳妇商量让她一个人出去打工了。她们见面的次数少了，

见了面也就不吵了。”（一队高某，30岁，2018年 10月 5日访谈）

三是为子女所牵挂和羁绊的农村“留守丈夫”。符册村由于照顾子女而成为“留守丈夫”的主要分

布在 36～45周岁和 56周岁及以上两个年龄段。36～45周岁的“留守丈夫”，其孩子大部分处于高考

奋战期，孩子的母亲通常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父亲则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干农活、打短工等。

“娃今年高三了，在省城上学，学习成绩还行，两年前上高一的时候我们就在学校跟前租了个房

子，娃他妈在那跟他陪读。刚开始半个月回来一次，今年基本上两三个月才回来一次，村里事多，我

只好在县城找个工作，这样村里有啥事也知道，好给人家帮忙。不知道娃高考怎么样，我们也就是想

让他现在能安心上学就好。”（五队刘某，38岁，2018年 10月 14日访谈）

56周岁及以上的“留守丈夫”，其孩子基本是 80后、90后，很多上过大学、已经在城市安家立

业。因为城市生活压力大，年轻夫妻共同打拼还房贷、车贷，孩子无人照顾，又请不起保姆或月嫂，

而老母亲细心、会照顾家庭，所以跟随儿女进城照顾孙辈外孙辈；老父亲则留在家中精心种植，这样

从整体上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还能减少家庭矛盾。

“我娃（儿）大学毕业在太原买了房娶了媳妇，两人都有正式工作，平时也很少回来，去年生下

娃便把他妈接走照顾娃了。我脾气不好，又不太会做家务，和他们年轻人也说不到一块，居住在一起

我有时吐痰，媳妇看见也不是很方便。家里还有点田地，我就每年种点麦子、葵花，丰收了也是钱。

平时闲下来还能跟邻居打麻将，挺好的。”（张某，55岁，2018年 11月 2日访谈）

四、男内女外：丈夫独守农村的家庭后果与家庭关系

诚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两性分工的变化，当前中国农村留守人员中日渐增加了一个新

的群体——“留守丈夫”，这一群体的生成是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生计和个人选择的多方互动结果。换

言之，用动态的眼光去看中国家庭生计变迁，“市场——家庭——个体”之间并非简单的三元关系，而

是复杂的相互嵌入关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家庭生计认为“男外女内”是金科玉律，然而，这并非

是社会秩序给定一成不变的，于此变迁社会中传统家庭两性分工的颠倒，以及丈夫独守农村后会造成

何种家庭后果和社会影响呢？

第一，家务男性化，性别关系趋向平等。20世纪 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男劳动

力外出务工，农村地区曾普遍出现“农业女性化”（高小贤，1994）趋势。而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的市

场需求变化，农村妇女外出务工人数倍增，相伴随的“家务男性化”也日益被农民家庭所接受。2015

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中的性别平等状况明显改善，夫妻共同决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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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事务成为趋势，男女共同分担家务的观念得到更多认同，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由 10年前的 150

分钟缩短到 74分钟
①
。这表明，中国社会的家务分工发生了较大变化，男性分担家务现象不断增多，

甚至在有些家庭男性成为家务主力，被调侃为“家庭煮夫”。

“我今年 32岁了，按说应该出去打工养活我媳妇，但是我的文化程度没有媳妇高啊。人家本科毕

业，在北京一家酒店当大堂经理，一个月八千多呢，我这出去最多也就五六千，还没她轻松。现在谁

出去挣钱多谁就出去呗，又不是以前，男人要是在家看娃、照顾老人，村里人能笑死，出门都抬不起

头。现在这社会，谁挣钱多谁在家说了算，我这每天做做家务也挺好，也能体会到我媳妇的不容易啊，

我要好好待我媳妇。”（三队李某，2018年 10月 7日访谈）

“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多做一点家务，家庭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可我老妈从来不理解我，她

认为做家务的男人没出息，小时候我总是帮她洗碗，她就老骂我，说我没出息，我老爸和弟弟从来不

帮她干一点家务。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平时媳妇不在家的时候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我都做

了。”（五队刘某，42岁，2018年 10月 18日访谈）

第二，农村“留守丈夫”劳动强度大，精神生活贫乏。符册村“留守丈夫”在家除了农活和生活照

顾外，还要依靠当地的建筑业、养殖业等挣钱贴补家用。“挣下的钱主要是家庭开支和孩子上学用，自

己几乎不怎么花钱”。“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概括了农村“留守丈夫”的真实生活写照。长期的留守

生活，导致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严重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媳妇出去打工 3年了。之前一直是我在外面干活，这两年身体不太好在外面去个医院也不报销

（住院治疗报销比例没有户籍地高——笔者注），索性回老家工作，也没啥文化，就在村里工地上干小

工，一个月能收入三千多，不忙的时候还能把家里的地种种。孩子现在还在读初中，每周回来一次，

回来还要给他洗衣服、做饭，每天躺到床上都觉得累得不行，生怕把他照顾不好影响学习。”（八队王

某，36岁，2018年 10月 8日访谈）

同时，长期分居的婚姻模式让农村“留守丈夫”处于孤单、寂寞的状态，他们空闲时间一般喜好

打牌、打麻将、看电视，公共文化生活单调。

“我娃也上大学了，媳妇也不在家，没啥事的时候就喜欢到老王家打麻将，有时候玩到夜里一两

点才回来（家）。回来早了连个说话的都没，我又不喜欢看电视，一个人在家感觉怪冷清的。” （二队

王某，45岁，2018年 10月 19日访谈）

“娃他妈在城里照看孙子，平时没啥事也不回来，我隔两三个月去城里看看她，平时也就我和我

老母亲在家，她身体不太好，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坐门口晒太阳。我平时也没啥事，给她做了饭收拾完

就去打麻将了，这日子感觉每天过得都一样。”（一队廖某，55岁，2018年 10月 22日访谈）

第三，令人担忧的农村“留守丈夫”夫妻关系。调查发现（见表 1），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中

妻子外出不曾回（老）家的占比 2.7%，一年回一次家的占比 7.1%，一年回两次家的占比 20.5%，一

年回三次家的占比 47.4%，一年回家次数达到 4次及以上的占比 22.3%，多数外出妻子在亲戚朋友婚

①
新华社：《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http://news.cntv.cn/2015/09/22/ARTI1442894404391724.shtml，2015年9月22日。



男内女外：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原因、类型与后果

- 12 -

丧嫁娶或逢年过节等特殊情况时才回家。在联系方式上，年轻夫妇的沟通方式比较多元，而年龄较大

的夫妇沟通方式比较单一，基本是电话联系；在沟通频率上，年轻夫妻几乎每天微信聊天，而年龄大

的夫妻沟通较少，虽然老年“留守丈夫”也很担心在外的妻子，但是他们很少主动打电话，除非家里

有“事”。聊天内容中，农村外出妻子最关心的是子女的情况，占 43.8%；其次，是家人的健康，占

31.3%；再次，是农作物的生产情况以及村里的婚丧嫁娶等。

表 1 外出妻子与家人沟通情况（%）

回家次数 不回家 一年一次 一年两次 一年 3次 一年4次以上

比例 2.7 7.1 20.5 47.4 22.3

联系次数 经常 每周一次 半个月一次 一到两个月 两个月以上

比例 50.9 22.3 16.1 8 2.7

通话相关内容 子女的情况 家人健康 农业生产 其他

比例 43.8 31.3 16.9 8

注：资料来源于问卷统计，下同。表中的“不回家”指妻子独自外出打工一年以上没有回过老家。

两地分居的婚姻让农村中青年“留守丈夫”时常缺少安全感，他们担心妻子在外被人欺负，担心

妻子经受不住外面的诱惑“跟人跑了”等等。刚开始调查时，“留守丈夫”纷纷表示只担心妻子在外面

的安全状况并不担心和妻子的感情问题，可是随着话题的深入，他们表露了自己的感情隐忧。例如，

七队三十余岁的张某，结婚近 10年，有两个儿子，妻子在北京做服务员，收入不高，却每次回家都

是名牌包包。符册村传言张某的妻子在外面被“包养”了，跟别人已经同居生活，还有了孩子。2018

年初张某的妻子回家与其办理了离婚手续，临走给两个孩子留下 10万元抚养费。“他一个人实在是太

难了，自己一个人还要带着两个娃，不容易”，这是访谈中一个村民的评价。

“她半年才回一次家，我平时在家干活时，总惦记她在外头吃穿怎么样，但我又不会主动关心人，

总是她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她在城里都和什么人接触，总感觉时间长了她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

打过来也只问问娃的情况，我想和她多说会话又不知道该说啥，要不就是刚张嘴她就说我‘啥也不懂’，

不和我说了。”（三队张某某，45岁，2018年 10月 20日访谈）

此外，田野观察发现农村“留守丈夫”在与外出妻子沟通时，互相叮嘱替代了情感表达，他们不

会主动倾诉自己的困难，“男儿有泪不轻弹”。“说啥啊，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给她添堵”，“她在

外面也是……，咱也不是没在外面待过，说了也就是让她心里更难受，还不如说点好（听）的，让她

安心挣钱”，对其追问，基本都是这样的回答。虽然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给异地夫妇的沟通带来了方

便，通过微信视频可以“见面”，但是对于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妇而言只是“隔靴搔痒”。因为，农村“留

守丈夫”的性需求始终难以得到满足，不利于夫妇感情的延续，而外出的妻子，同样有所感触
①
。这

①
农村“留守丈夫”与“留守妇女”在留守心理压力、繁重家务、夫妻离别的苦痛和难以启齿的性苦闷等方面存在共性，

但也有差异。如农村“留守妇女”群体会遇到性骚扰、强奸、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威胁，也经常在恶劣天气的长夜

由于惊恐而彻夜难眠。然而，农村“留守丈夫”极少存在此困境，相反，“留守丈夫”长期的性压抑时常正是以上违法

犯罪行为的施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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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长期沟通不畅、无性的生活极易使婚姻关系受到冲击和挑战，甚至造成婚姻破裂。对于一些新婚不

久、情感薄弱的夫妇来说，空间的分割一旦形成，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倍增。近年来，农村“打工婚姻”

的离婚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李永萍、杜鹏，2016）。

“我结婚比较晚，因为家里穷一直娶不上媳妇，后来亲戚介绍了隔壁村的王某，也就是我的前妻，

我们谈了两个月觉得挺合适便结婚了。因为我妈的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人照顾，前年她和我商量让我在

家照顾我妈和 5岁的孩子，她去省城打工。刚开始还挺好的，每周都要跟我视频看看孩子，今年 7月

份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离婚，说跟别人在外头过了，我当时都懵了。我娃怎么办呢？”（35岁的七队

梁某言此不禁眼圈有点发红，妻子的离开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8年 10月 21日访谈）

第四，失衡的农村“留守丈夫”亲子关系及家庭教育。夫妇不仅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还是抚育孩

子的合作团体。费孝通（1998）认为，“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似乎找到了一个比较上最有效的抚育方

式，那就是双系抚育”，而一旦夫妇一方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孩子得到的爱抚和教育便是不完整的，甚

至畸形，这使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受到影响。表 2可见，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中 27.7%的儿童是由

祖父母督促学习，25%的儿童是由父亲督促学习，34.8%的儿童是由母亲远程督促学习，12.5%的儿童

家庭无人督促学习。同时，调查发现，母亲外出打工，父亲在孩子教育方面疏于监督和辅导，孩子难

以形成浓厚的学习兴趣，出现了迟到、逃课、不交作业等不良现象，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且 32.2%

的“留守丈夫”家庭父子（父女）关系比之前冷淡。

表 2 “留守丈夫”的亲子关系及家庭教育状况（单位：%）

父子（父女）关系 比之前加深 比之前冷淡 没啥变化 没感觉

比例 21.4 32.2 33 13.4

督促儿童学习 祖父母 父亲 母亲远程督促 无人督促

比例 27.7 25 34.8 12.5

对儿童教育影响 有很大影响 有一定影响，不严重 没有影响 不知道

比例 33 33.9 17.9 15.2

“我家二姑娘今年高二，每周回家一次换洗衣服休息一天，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也是花了好

多钱让她参加补习班，希望她能考个好成绩。上周老师给我打电话让去学校聊一下孩子的情况，老师

说她最近成绩直线下滑，问了问同学说是她每天晚上都想妈妈。哎，我这也是去年才留在家里，之前

我都在新疆钢厂上班，去年厂里招工限制年龄大的，我也就被辞退了。过了年和娃她妈商量让她去北

京一家养老院当护工‘伺候’人，一个月能挣六千多，我留下来在村里给人盖房子每周接送孩子。老

师打完电话我就联系娃她妈赶紧离职回来，孩子现在也是关键期啊，钱少挣点无所谓，别让孩子以后

怪我们。”（五队刘某，48岁，2018年 12月 21日访谈）

费孝通（1998）认为，“两性分工是形成双系抚育的一个重要条件”，缺少父母任何一方，“不但日

常生活不易维持，而且男孩子不能在母亲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方式，女孩子单跟父亲同样得

不到完全的教育。”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和“留守妇女”面临着共同困境，即在一定程度上

形成了“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成长需要父亲和母亲两种“爱”的陪伴和滋润，而对于“留守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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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成长教育的某个阶段需要扮演“既当爹，又当妈”的两种角色，由于男女之间的角色差别，父

亲很难像母亲那样爱护呵护子女。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往往采取命令式口吻，且忽视与孩子的沟通；倘

若“留守丈夫”自身生活的困苦无处诉说，有时候就会跟孩子倾诉或变相发泄。符册村绝大部分“留

守丈夫”教育水平偏低，对子女教育通常有心无力，“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也时常让他们对孩子怒吼甚

至打骂，这极易造成子女的逆反心态，导致亲子关系僵化
①
。

五、余论：将家庭带回中国留守故事的微观基础

时至今日，虽然中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的增速已经开始变得缓慢甚至是下滑，但是外出务工经商和

农民进城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普遍的现象。相较于农村社会曾经普遍出现的“留守妇女”家庭，当前

何种社会机制和家庭条件下会产生“留守丈夫”家庭呢？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夫妻外出还是留守的问

题，取决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生计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及其家庭发展模式。近年来在中国产业结

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农村女性外出务工日渐成为许多家庭的理性选择。性别经济学表明，

第三产业中的许多门类较之于以加工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产业显然对农村女性就业更为友好，如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以及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
②
。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会出现职业性别隔离的现象，即男女因性别

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和工作中，某些产业还会呈现特殊性别偏好。例如，随着经济发展

以及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城市圈的月嫂、护工、保姆等家政服务产

业用工需求量大增，这些职业对女性具有亲和性，于是，农村女性外出容易找到工作机会。另外，随

着城市建筑行业萎缩，农村没有一技之长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已经很难找到满意工作，而且伴随着他们

年龄的增长，老年农民工身体渐衰已经不能够承受较重的体力劳动，被迫返乡。此时，地方政府适时

重视农业产业发展，倡导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家庭生计的权衡使得越来越多的

已婚中青年男性谋生故土并照看老人和孩子，成为“留守丈夫”。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稳健

发展以及两性关系的日趋平等，这种“男主内、女主外”的农村夫妇家庭生计模式将日益成为一股社

会亚文化潮流。

简言之，本文符册村的案例研究试图通过呈现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类型和家庭处境，揭示两

性关系新格局的生成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当然，当代中国农村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

具有显著地域差异的巨型社会，基于晋南村庄的案例研究结果在经验拓展方面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被

①
农村“留守丈夫”和“留守妇女”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具有显著差异。母亲的细腻、温柔和善良有利于孩子“柔”性成

长；父亲往往是一种高大严肃的形象，但父亲的果断、坚强和勇敢有利于孩子“刚”性形成。同时，在亲子关系上，“留

守妇女”在留守生活中仍以“内”为主，与此相反，“留守丈夫”则大多仍以“外”为主。

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39.7%，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53.3%；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1.5%，资料来源：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402&sj=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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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理解类似处境的村庄社会（如西部产业化农村、城郊型村庄和大都市周边的农村）和家庭关系面

貌
①
。同时，强势面具下的农村“留守丈夫”现象不能简单视为传统两性分工角色的互换，是现代女

权主义者的“胜利”，也不能仅仅从新家庭经济学或性别经济学来看待这个问题，“留守丈夫”作为一

个家庭的主要成员，所特有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如果长期独守户籍地极易产生生活困扰。倘若这一群

体长期处于一种“不满足”“不安全”“不被尊重”的环境下，容易引发心理自卑、性情扭曲、性压抑

等问题，进一步诱发异地婚姻关系的破裂和亲子关系的失衡，这将对整个家庭和乡村社会发展造成风

险。换言之，他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和谐的重要支柱，不应该被边缘化和忽视；他们同样需

要社会各界予以积极的关注。

农村“留守丈夫”（或留守人口）问题亟需社会各界积极的关注，这在本文中具有三层含义。首先，

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公众长期对中国农村“留守丈夫”的身影呈现话语缺场，“留守丈夫”群体迫切需要

权利发声。事实上，中国社会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始自 20世纪 90年代，而由此带来的农村

留守问题直到 21世纪初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比如，“留守人口”概念最先出现在 1994 年，当

时主要指“留守儿童”，但直到 2002年才得到媒体、政府、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叶敬忠，2019）。

同时，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留守人口问题，社会公众常有的印象是“386199”现象，“城里人的生活是

爱情，农村人的爱情是生活”“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笑，一个人哭”“出门一把锁，

进门一盏灯”，它们分别代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三大留守群体——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

人。如此，在社会公众的视域中农村“留守丈夫”身影居然长期被男权社会标签的强势面具遮盖了。

换言之，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现实社会实践的一种观念上的反映，时常呈现一种“事后的解释”。虽然社

会科学研究经常会“迟到”，但是当社会问题足够集聚形成质变之时，它也必闻风而动。倘若“聪者听

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甚好。

其次，对中国农村留守问题的学术关注应回到中国家庭的整体性研究视角，而不仅局限于农村“留

守丈夫”群体。即：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不能只见家庭中的

“部分”而忽视家庭整体。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还是一个价值单位，

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费孝通（1998）认为，“家庭这个团体终究是人类基本的合作团体”“中

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它会根据“事业的大小”而做出适时的变化和应对。换言之，中国农民家庭

的“事业”一直是能动地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实践形态。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

形成夫妻合力积累家庭资源；二是通过“恩往下流”的方式实现家庭资源向子代集聚；三是在“祖荫

之下”通过代际合力实现家庭的再生产。扼要而言，其家庭发展理想集中体现于在传宗接代基础上尽

力实现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当前主要表现为农民进城的接力式家庭目标。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农

村中的留守身影以及城市中的“老漂族”背后都承载了一个共性——中国家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渐进

性应对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市场化浪潮的。将田野回到家庭本身，正是数以亿计的基层农民微观家庭生

计和家庭发展理想塑造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及形态多样的留守人群身影。家庭是当代农

①
例如，家庭发展周期型的农村“留守丈夫”家庭在全国范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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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接现代性力量渗入农村的主要单元和精神载体。一旦研究视野转向中国家庭本身，就能看到当代

农村留守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家庭发展的巨大能量。

最后，将当代农村留守故事的视野转向中国家庭和乡村发展，就是要将“家庭”带回中国社会发

展活力分析的微观基础（李永萍，2019）。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当代农村留守

问题，社会媒体常常呈现的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牺牲品。因为

倘若可能，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能陪伴左右健康成长，每对夫妻也都喜欢长相厮守没有别离之苦，每

个子女更向往能居家守候老父老母。农村家庭成员的分离之苦，是他（她）们做出的无奈选择，农村

留守问题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发展之殇！但是，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家庭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被国家政

策改造的对象，或是现代性力量入侵家庭而被裹挟的一个无奈客体，在当代农村市场化浪潮中，农民

家庭还具有很强的能动性。中国农村家庭会根据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对家庭成员和资

源进行新的分工、整合，以应对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的需要，主动“挣得”自己的幸福。这个意义上，

家庭的能动性不仅塑造和激活了家庭自身的发展能力，还成为中国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
①
。

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社会活力的萌发开端于改革开放，现代化的脚步却先从家庭开始。正是“祖

荫之下”绵延不息的农民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理想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微观基础。因为无论是

谋生在外“独在异乡为异客”，还是独守故乡仅能“凭君传语报平安”，中国农民心目中的那个“家”

一直是他们最深牵挂的地方，也是毕生奋斗的动力之源。对于每一个留守身影而言，“家”是离别中的

相聚，是相聚中的离别，是相濡以沫，也是风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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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behindHusband andOutgoingWife”:AnAnalysis of the Causes,
Types andConsequences of “Left-behindHusbands” inRuralAre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FuceVillage in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Liu Xiaofeng Li Ho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figure of “left behind husbands”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absent for a long time

in academia. By conducting a case study of Fuce Village in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types of “left

behind husbands” and their family conditions, and reveal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behind this phenomen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issue of whether Chinese rural couples go out or stay behind depends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household livelihood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odel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ral marketization.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rural “left behind husbands” families is that the husband manages domestic matters

while the wife works outside. The family development mode is built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ree dimensions of

“market-family-individual”. Therefore the group credit of “left behind husban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an urban

market squeeze type, a hometown livelihood absorption type and a family development cycle type. However, behind this

superiority mask, the “left-behind husbands” receive comfort, and meanwhile are fettered by the homeland feelings,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elderly care pension, while the long-term separation of the couple is more likely to result into marriage breakdown

and the imbalanc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rtiary industry, there will be a subculture of rural

“left-behind husbands” families. The academic review of the current rural left-behind phenomena in China needs to return to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the “family” as awhole in order to find themicro basis ofChina’s social vitality.

Key Words: “Left-behind Husband”; Left-behind Populatio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Left-behind Husband and Outgoing

Wife”; Famil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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